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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社会关联可能是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已有关于商业关联、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对新创企业以外其他不同类型企业情境下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也缺乏对环境动态性这一重要情景变量在企业网络关系与企业成长中的作用研究，此外考虑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研究也不足。因此，以开放式创新理论与资源依赖观为基础，探讨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动态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通过对282份来自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有效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商业关联显著正向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但不具有倒“U”型关系，认为主要原因是商业关联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所带来的资源效益仍然高于建立与维系商业关联的投入成本和互惠陷阱；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产生倒“U”型影响，适度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而当政治关联的强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源可能会更多地被投入到发展其他能力等方面，从而对企业成长产生消极作用；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的交互作用负向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即环境动态性越高，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弱。为此，科技型中小企业必须谨慎使用政治关联，平衡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的强度，有效整合两种外部社会关联所带来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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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Business Ties and Political Ties o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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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ties may serve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association, political association, and business growth lack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different types of business situations other than start-ups,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ynamics variable in enterprise network relationship and enterprise growth, in addi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usiness and political 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corporate growth are not fully studied. To this end, based on the open innovation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business and political ties o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based on  survey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282 technology-based SMEs in China indicate that business t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without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resource benefit brought by business ties for SMEs is still higher than the input cost and reciprocity trap of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business ties. While political ties have an inverted U-shaped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moderate political ties help advance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however, if its strength exceeds a certain threshold, technology-based SMEs are inclined to invest more resources  in other capabilities, thereby hav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firm growth. Besid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usiness and political ties negatively affects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Final, environmental dynamism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ties and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That is, the higher the environmental dynamism, the weaker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business ties on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Therefore, technology-based SMEs must be cautious in using political ties, balancing the strength of business and political ties,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the resources from business and political ties by keeping these two external social ties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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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作为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力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生产与服务的中小企业群体，在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然而，研究表明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多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持续开展创新活动，生命周期较短，面临着融资难、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如杨瑾等[2]、张羽飞等[3]的研究）。因此，在科技自立自强和建立科技强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持续快速成长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与实践界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建立关系为基础的网络化成长方式实现成长，如何获取外部资源已成为其成长的关键因素。根据开放式创新理论，企业的创新过程和外部资源的连接是至关重要的，与外部主体建立密切联系以获得成长所必需的信息、知识、物质等创新资源已经成为面临资源约束困境的企业的重要战略手段[4]。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内部资源缺乏时，便会对掌握或者拥有该资源的外部主体产生高度依赖，与外部主体建立联系是企业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和对外部主体的依赖性，进而获得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以实现成功的重要行动策略[5]。有研究指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投入、高研发、高风险、生命周期短等特点，在研发创新活动中倾向于利用其与外部主体之间的联系来寻求技术与资源的共享[6]。由此可见，企业社会关联可能是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企业社会关联反映了企业与外部不同组织之间的联系，主要分为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商业关联是指企业与客户、供应商与竞争对手等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政治关联是企业与各级政府、支持与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之间的联系（Peng等[7]、Zhang等[8]）。Zhang等[8]、郭文钰等[9]的研究表明，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对企业资源获取、创新能力等产生重要影响，进而促进企业成长。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商业关联、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依然存在如下不足：（1）尽管以往研究已经认识到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作用，但研究对象多为新创企业，而在其他不同类型企业情境下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一项基于成都中小企业调查数据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政府等之间的联系会积极促进其成长[10]。作为一种优质与特殊的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中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会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又是如何作用等问题目前较少得到关注与探讨。（2）以往研究多关注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的独立效应，而较少考虑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与理解企业社会关联。最近一项基于台湾地区文化创意行业的研究表明，商业关联在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而商业关联的调节效应受政治关联的再次正向调节[11]。这表明，仅仅考察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企业结果变量的单独影响是不够的，有必要同时探讨它们二者是如何共同对企业产生影响的。（3）环境动态性是转型经济环境的一个显著的重要特征，也是组织研究中不容忽视且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情境变量[12]。有研究探讨了环境动态性在新创企业网络关系与企业成长中的重要作用[13]，但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企业仍需进一步检验。此外，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日益面临着动态多变的环境[2]。因此，本研究将选择环境动态性这一重要环境变量，深入解析其在商业关联、政治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调节效应。
鉴于此，本研究将深入探讨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产生何种影响，是否具有差异？（2）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它们是如何共同作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3）在不同的动态环境下，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以上问题的解答，将有利于加深关于商业关联、政治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管理实践中通过企业社会关联促进企业成长提供有益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第一，商业关联可以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及时地获得对技术、用户需求、竞争对手的行动和市场趋势等相关信息，这些市场知识信息的增加有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现大量新的市场机会，而企业成长有赖于企业对外部市场机会的识别与利用[14]；市场机会也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试金石”、起点与归宿[15]。第二，商业关联有利于促进外部技术与创新知识的转移，从而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在科技型行业中，知识是企业开展创新以提高竞争优势和实现企业成长一个关键性的战略资源。科技型中小企业大都缺乏充分的资源与能力来持续进行创新活动[2]，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和竞争对手等市场伙伴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为其提供大量创新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进而不断促进产品与技术创新，带来利润、销售与市场份额的增长。第三，商业关联还可以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产生新的想法与方案，解决问题与降低市场风险，及时作出响应，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以此探寻新的增长机会。
然而，过高水平的商业关联则会抑制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一方面，李颖等[16]、谢言等[17]研究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强烈的创新需求，而随着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等市场伙伴之间联系的不断增强，成员之间有可能会产生某些特定的规范模式，引发网络闭合，形成锁定效应，抑制异质知识资源的流入，从而阻碍企业对多元化知识的探索与整合，出现创新迟钝和延迟等现象，遏制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另一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过于依赖商业关联无疑会增加其运营成本，分散相对有限的精力与资源，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产生倒“U”型影响。
1.2   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首先，从直接的现实收益来看，政治关联有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与政府支持等稀缺性关键资源，而这些都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会深刻影响到企业的成长进程。研究表明，资金短缺问题严重抑制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利研发与有效实施，不利于产业化水平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已经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寻求扩张和成长的一个主要障碍[18]。还有研究指出，涵盖政府支持在内的社会关联资源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所需要的3类关键资源之一[19]。其次，从象征性收益来看，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面临内部资源匮乏、外部合法性不足的双重困境[3]，而在外部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环境下，政治关联不仅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降低寻租风险，还能够提高企业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地位，进而更容易获得其他外部非政府组织主体的认可、信任与支持，促进企业成长。最后，作为一种非市场战略，政治关联有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识别、获得与利用市场机会，进而拉动企业成长。研究表明，市场机会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试金石”、起点与归宿[15]。企业成长有赖于对企业外部市场机会的识别和利用[14]。已有研究也指出，鉴于政府在新兴市场的政策制定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了降低意外的政府政策变化对企业运营产生的不利影响，企业应该积极部署与政府伙伴之间的关系网络，主动探测政策变化带来的商业机会和风险[14]。
然而，随着政治关联水平的不断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获得政府资源的同时还有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关系维系代价，承担更多的政治目标，例如慈善捐赠与社会就业等，从而带来较大的社会负担，分散企业相对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降低企业经营的效率，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另外，科技型中小企业与政府伙伴越是保持密切的联系，可能引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趋近模糊，从而影响到企业员工的目标取向[20]；还会滋生惰性，失去竞争的动力，降低创新的意愿，不重视技术能力的积累与提升[2]。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产生倒“U”型影响。
1.3   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交互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商业关联对企业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的改变而发生改变[11]，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这两种社会关联的交互作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bookmark: _Hlk143526196][bookmark: _Hlk143525910][bookmark: _Hlk142637987]一方面，从企业社会关联带来的资源来看，商业关联有助于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互补性资源，而通过政治关联获得的合法性和地位也有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来自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如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等）的异质性互补资源与支持[8]。此外，研究还表明，中小企业和政府机构密切联结所构成的“企业-政府”协同创新网络将会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和其他企业所形成的“企业-企业”协同创新网络[21]。企业通过其政治关联获得的资源和知识可以有效地替代其研发联盟伙伴所共享的知识和技能[22]。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建立与保持密切的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有可能会造成资源冗余，并且维持两种社会关联需要企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与资源，带来协调成本的剧增，这将不利于企业成长。  
另一方面，从制度逻辑来看，政府体现的是一种政治逻辑，市场体现的是一种经济逻辑[23]。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等市场伙伴之间建立与保持密切联系有助于其获得创新相关的市场资源，并可以投入创新活动当中，而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有助于其获得政府资源，但并不一定都是适合企业创新的[24]，同时还需要承担更多的政府目标，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公益活动当中，造成创新投入不足，阻碍企业创新发展。Li等[25]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制的2001－2007年工业企业年度普查中的制造业企业研究发现，政治利益相关者与经济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创新绩效中具有对抗效应而非协同效应。由此可见，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建立与保持密切的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有助于带来较高的市场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虽然具备了获得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的双重优势，然而在资源分配上很可能会被政府制度逻辑所干扰，受制于现有管制环境，从而无法将合法性所带来的资源真正地应用到创新活动中去[23]，最终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的交互作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有负向影响。
1.4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bookmark: _Hlk143527950]作为环境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维度，环境动态性是指企业外部环境变化速度与难以预测程度，表现为客户偏好、产品、服务与技术等变动[26]。有研究指出，以技术变动迅速与市场需求难以明确等为特征的不确定环境中，外部知识在企业创新见解中的作用将会大大降低[27]。一方面，复杂动态的环境使得资源与能力相对受限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难以获得来自外部的客户、供应商等市场伙伴的信任，从而使得其无法获得大量有价值与新颖的市场知识和信息等进行创新活动，最终将会降低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还有研究指出，高动态环境不利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对于知识转移达成一致性的期望并建立起共同知识体系，从而很难获得准确与有价值的知识[28]。另一方面，尽管高度动态的环境增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与客户、供应商等外部组织形成紧密联系，进而提高了获取与利用外部知识来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和提高竞争优势的动机，但是较高的外部知识共享更容易产生信息过载问题。同时，环境动态性的加剧使得企业原有的关系变得更加动态与模糊，并由此导致较高的不确定性。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初创与成长阶段，资源配置与整合能力较弱[2]，可能无法更好地来审视与监测环境问题并及时准确地收集、利用所需要的有价值的市场资源和信息，从而不利于企业成长。例如，Taghizadeh等[29]研究表明，中小企业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下实施开放式创新实践将不利于其运营绩效的提升；Zhang[30]的研究也发现，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下，关系嵌入对企业价值的作用将会减弱。由此可见，高度的环境动态性弱化了商业关联带来的积极作用。此外，虽然商业关联程度的增加可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带来重要的市场知识与信息等资源以支持其成长，但超过一定数值将会给其带来路径依赖的惯性僵化问题等，抑制新的知识和信息的流入。而在变化剧烈的环境下，机会与资源在行业中将会被重新分配，受制于相对固化与惯性的商业关联，技术革新所产生的创新动力将会被削弱[31]，从而会弱化商业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bookmark: _Hlk143527326]H4a：环境动态性弱化了商业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使得曲线关系变得更为平缓。
随着政治关联水平不断提高，相较于低动态环境，高度动态环境下客户需求、产品与技术等不断变化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创新压力，迫切需要更多的新知识和技能等资源，这将进一步加剧其创新资源匮乏的困境。高度动态的环境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造成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信任水平降低，资源互动与共享减少，其所需资源的获取难度加大[28]。而拥有政治关联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有助于提高其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地位，进而使得其更容易赢得来自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信任与支持[8]，并获得更多的异质性互补资源来进行创新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促进企业成长。也就是说，高度动态环境增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与政府建立与维持密切联系的动力。然而，当政治关联水平过高时，这不仅会给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更高的政府关联的建立与维持成本，还会产生较高的政府依赖性，降低企业的创新意愿与竞争动力，不利于企业快速成长。相反，低动态环境意味着外界所能够提供的知识、机会与信息等相对较少，同时科技型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大多数资源都可以容易地借助于市场机制来获得，从政治关联中所带来的资源与信息效益较低，而政治关联的建立与维护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等，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的资源有限，这将会降低其利用与政府之间联系来获取资源与机会的动力，从而有可能会弱化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提升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b：环境动态性强化了政治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使得曲线关系变得更为陡峭。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image: ]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为提高研究样本的有效性，将研究样本规定为经过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问卷发放对象方面，考虑到调研内容涉及企业成长以及企业外部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被调查者能够对企业的运营与管理具有一定了解，而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是组织发展的重要决策者，对企业的发展现状、外部合作与未来发展战略等都有着比较清晰的了解，因此，本研究的问卷发放对象主要是企业中高层人员。在数据收集方面，主要通过科技型企业高管、行业协会等渠道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正式调查之前进行了小规模的预测试。正式调查是从2022年6月份开始，历经3个月，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449份，删除无效或者低质量的问卷后，最终得到282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62.81%。样本的结构特征如表 1 所示。
[bookmark: _Toc149670228]表1  样本的特征分布
	[bookmark: _Hlk137040766]特征
	类别
	占比
	特征
	类别
	占比

	企业年龄
	< 3年
	5.3%
	近3年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平均占比
	≥3%～＜5%
	24.5%

	
	≥3～＜5年
	25.2%
	
	≥5%～＜8%
	41.8%

	
	≥5～＜10年
	41.1%
	
	≥8%
	33.7%

	
	≥10～＜15年
	19.5%
	企业所处
发展阶段
	初创期
	4.6%

	
	≥15年
	8.9%
	
	成长期
	44.7%

	企业规模
	<50人
	6.0%
	
	成熟期
	34.4%

	
	51～100人
	31.2%
	
	蜕变期
	11.0%

	
	101～200人
	31.9%
	
	衰退期
	5.3%

	
	201～500人
	30.9%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14.2%
	企业所在
行业类型
	电子与信息
	16.0%

	
	民营企业
	60.6%
	
	生物与医药
	10.3%

	
	合资企业
	15.6%
	
	新能源与节能、新材料
	23.7%

	
	外资企业
	9.6%
	
	资源与环境
	9.2%

	企业所在地区
	东部
	55.7%
	
	航空航天
	5.7%

	
	中部
	24.8%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13.8%

	
	西部
	19.5%
	
	高技术服务业
	12.8%

	直接从事研发人员占比
	≥10%～＜20%
	35.5%
	
	其他
	8.5%

	
	≥20%～＜40%
	38.3%
	
	
	

	
	≥40%～＜70%
	17.7%
	
	
	

	
	≥70%
	8.5%
	
	
	



2.2  变量测量
（1）企业成长。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并参考田霖等[32]建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性评价体系，本研究主要从企业规模、创新能力、盈利能力与声誉形象等方面综合考察科技型中小企业综合实力的变化，以此测度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具体地，测量量表根据田霖等[32]、郭韬等[33]、赵忠伟等[34]的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情境特征与专家讨论等进行适当修正。为降低行业偏见，通过让被试评估自己所在企业过去3年与他们的行业竞争对手在科技员工人数、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等一系列指标方面的表现来测量企业成长。代表性题目如“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增长”“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等。用五点计分法表示，即“1=很慢”“5=很快”，低分代表企业成长较慢，高分表示企业成长较快。
[bookmark: _Hlk139104755]（2）企业社会关联。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的测量主要参考Zhang等[8]和谢言等[17]的研究，分别从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等之间的联系测量商业关联，以及从企业与各级政府、支持与监管机构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之间的联系程度测量政治关联。用五点计分法表示，即“1=非常不紧密”“5=非常紧密”，低分代表商业（政治）关联较低，高分表示商业（政治）关联较高。
（3）环境动态性。主要借鉴Jansen等[26]的研究量表，采用 “我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等4个题项进行测度。用五点计分法表示，即“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低分代表环境动态性较低，高分表示环境动态性较高。
（4）控制变量。根据张振刚等[35]的研究成果，主要选取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企业性质（NAT）、企业发展阶段（DS）、区域背景（REG）与企业所在行业类型（IND）等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信效度检验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由表2可知，各研究变量的Cronbach’s α与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表明测量量表信度较好。其次，所有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都高于0.5，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最后，主要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均低于对应行和列的AVE的均方根（见表3），表明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较好。另外，为识别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参考汤丹丹等[36]的做法，利用单因子验证性因素模型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单因子验证性因素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χ2/df=7.203, CFI=0.680,TLI=0.647, RMSEA=0.148, SRMR=0.087）都很差，且远离标准要求的范围，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bookmark: _Toc137395590][bookmark: _Toc138755611]表2   研究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变量信效度

	
	
	
	Cronbach's α值
	CR
	AVE

	企业成长（FG）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增长
	0.819
	0.938
	0.946
	0.595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资产总额增长
	0.764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销售额增长
	0.724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增长
	0.788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增长
	0.775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市场份额增长
	0.764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专利及专有技术数量增长
	0.808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研发支出比重增长
	0.729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
	0.764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增长
	0.760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社会知名度提升
	0.766
	
	
	

	
	相对于行业竞争对手，我企业的负责任创新水平提升
	0.786
	
	
	

	商业关联（BT）
	企业与客户的联系程度
	0.809
	0.724
	0.845
	0.646

	
	企业与供应商的联系程度
	0.843
	
	
	

	
	企业与同行的联系程度
	0.756
	
	
	

	政治关联（PT）
	企业与各级政府的联系程度
	0.844
	0.788
	0.876
	0.702

	
	企业与监管与支持机构（如税务局、工商局、国有银行等）的联系程度
	0.827
	
	
	

	
	企业与行业主管部门的联系程度
	0.843
	
	
	

	环境动态性（ED）
	我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在不断变化
	0.854
	0.814
	0.878
	0.643

	
	客户不断对产品和服务提出新要求
	0.744
	
	
	

	
	客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或交货期的要求经常发生变化
	0.774
	
	
	

	
	我企业面临市场环境变化程度很大
	0.831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bookmark: _Toc138755615][bookmark: _Toc137395592]由表3可知，商业关联、政治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低于0.7，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这些结果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分析基础。
表3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bookmark: _Hlk139129834]1.AGE
	
	
	
	
	
	
	
	
	
	

	2.SIZE
	0.553**
	
	
	
	
	
	
	
	
	

	3.NAT
	0.032
	0.001
	
	
	
	
	
	
	
	

	4.REG
	0.011
	−0.003
	−0.130*
	
	
	
	
	
	
	

	5.DS
	0.677**
	0.413**
	0.162**
	0.147*
	
	
	
	
	
	

	6.IND
	0.131*
	0.138*
	0.024
	−0.002
	0.151*
	
	
	
	
	

	7.BT
	−0.026
	0.117*
	−0.120*
	−0.228**
	−0.275**
	0.009
	0.803
	
	
	

	8.PT
	0.041
	0.113
	−0.166**
	−0.228**
	−0.274**
	−0.030
	0.624**
	0.838
	
	

	9.ED
	0.243**
	0.324**
	−0.043
	−0.196**
	−0.010
	0.017
	0.390**
	0.335**
	0.802
	

	10.FG
	−0.013
	0.182**
	−0.044
	−0.272**
	−0.238**
	0.053
	0.576**
	0.443**
	0.495**
	0.771

	均值
	3.014
	2.846
	2.206
	1.638
	2.677
	4.135
	3.835
	3.861
	3.844
	3.817

	标准差
	1.009
	0.922
	0.801
	0.789
	0.923
	2.282
	0.847
	0.910
	1.068
	0.990


[bookmark: _Hlk139129763]注：1）双尾检验，*、**、 ***分别代表P<0.05、P<0.01、P<0.001；2）对角线上的加粗数值为各变量AVE的均方根。下同。

3.3 假设检验
[bookmark: _Hlk143613803][bookmark: _Hlk142662620][bookmark: _Hlk166335529][bookmark: _Hlk142662411]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来检验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单独影响，以及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的交互作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鉴于假设关系的特殊性，采用Haans等[37]研究中的倒“U”型检验步骤进行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商业关联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满足倒“U”型曲线关系的第一个判定标准。根据表4中商业关联自变量一次项、二次项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回归系数，可知自变量商业关联（X1）与因变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Y）的回归方程Y=−0.157X12+0.411X1+3.703，并将此回归方程进行一阶求导，得到斜率方程S=−0.314X1+0.411。由于已经将自变量商业关联进行标准化处理，因此，商业关联取值范围为[−3,1]。当商业关联取值为−3时，斜率S=1.353，大于0；当商业关联取值为1时，斜率S=0.097，大于0，不符合自变量取小值斜率为正，自变量取大值斜率为负。为检验曲线拐点的位置，令S=−0.314X1+0.411等于0，求得X1=1.322，落在X1的取值范围之外。因此，假设H1未得到验证支持，即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不具有倒“U”型的预测作用，而商业关联则会显著正向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
其次，政治关联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满足倒“U”型曲线关系的第一个判定标准。根据表4中政治关联自变量一次项、二次项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回归系数可知自变量政治关联（X1）与因变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Y）的回归方程Y=−0.203X22+0.211X2+3.785，并将此回归方程进行一阶求导，得到斜率方程S=−0.406X2+0.211。由于已经将自变量政治关联进行标准化处理，因此，政治关联取值范围为[−3,1]。当政治关联取值为−3时，斜率S=1.429，大于0；当政治关联取值为1时，斜率S=−0.195，小于0，符合自变量取小斜率为正，自变量取大斜率为负的标准。为检验曲线拐点的位置，令S=−0.406X2+0.211等于0，求得X2=0.520，落在X2的取值范围内。因此，H2得到验证支持。
另外，由表4可知，在加入控制变量、商业关联、政治关联以及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的交互项之后，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起到替代作用，而非协同作用。因此，H3得到验证支持。
表4  主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FG

	
	仅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商业关联
	加入商业关联及其平方项
	加入政治关联
	加入政治关联及其平方项
	加入政治关联及其与商业关联的交互项

	AGE
	0.087
	0.017
	0.008
	−0.007
	0.003
	<0.001

	SIZE
	0.306
	0.201**
	0.202**
	0.253***
	0.234***
	0.174**

	NAT
	−0.017
	0.030
	0.043
	0.030
	0.058
	0.063

	REG
	−0.271
	−0.165**
	−0.152*
	−0.200**
	−0.186**
	−0.137*

	DS
	−0.419
	−0.201**
	−0.129+
	−0.249**
	−0.162+
	−0.103

	IND
	0.027
	0.021
	0.022
	0.028
	0.027
	0.024

	BT
	
	0.529***
	0.411***
	
	
	0.385***

	BT2
	
	
	−0.157***
	
	
	

	PT
	
	
	
	0.350***
	0.211**
	0.063

	PT2
	
	
	
	
	−0.203***
	

	BT×PT
	
	
	
	
	
	−0.172***

	常数项
	4.167***
	3.790***
	3.703***
	3.885***
	3.785***
	3.625***

	R2
	0.206
	0.390
	0.418
	0.287
	0.334
	0.423

	△R2
	0.206
	0.184
	0.029
	0.081
	0.047
	0.029

	F
	11.899***
	25.000***
	24.543***
	11.287***
	11.508***
	22.159***


注：1）+代表P<0.1；2）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3）涉及乘积项的变量均已标准化处理。下同。

鉴于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倒“U”型影响不成立，而商业关联会显著正向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因此H4a没有得到验证支持。进一步地，作为补充性分析，检验环境动态性在这一线性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5，商业关联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环境动态性在商业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为进一步明确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参考以往相关研究，将环境动态性分别加减上一个标准差代入回归方程进行绘图（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在低动态环境下，商业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较强（β=0.543，t=8.649，P<0.001），而在高动态环境下，商业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较弱（β=0.179，t=2.056，P<0.05）。
根据Haans等[37]的倒“U”型曲线关系的调节检验，并由表5可知，政治关联的平方项与环境动态性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因此H4b没有得到检验支持。调节不显著的可能原因有两点：一是在高动态环境下，尽管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大量重要的政策信息等制度资源，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源识别和重构能力可能有限，从而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果；二是环境动态性在政治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还可能受到其他关键因素的影响，这有待进一步探索。
表5  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FG

	
	仅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商业关联
	加入商业关联及环境动态性
	加入环境动态性及其与商业关联的交互项
	加入政治关联一次项、二次项，环境动态性及两者交互项

	AGE
	0.087
	0.017
	−0.054
	−0.079
	−0.079

	SIZE
	0.306***
	0.201**
	0.129*
	0.166**
	0.165**

	NAT
	0.017
	0.030
	0.031
	0.046
	0.064

	REG
	−0.271***
	−0.165**
	−0.126*
	−0.108+
	−0.131*

	DS
	−0.419***
	−0.201**
	−0.149*
	−0.099
	−0.101

	IND
	0.027
	0.021
	0.024
	0.027
	0.033

	BT
	
	0.529***
	0.429***
	0.343***
	

	PT
	
	
	
	
	0.148*

	PT2
	
	
	
	
	−0.048

	ED
	
	
	0.295***
	0.245***
	0.287***

	BT×ED
	
	
	
	−0.173***
	

	PT×ED
	
	
	
	
	−0.170**

	PT2×ED
	
	
	
	
	0.019

	常数项
	4.167***
	3.790***
	4.002***
	3.834***
	3.874***

	R2
	0.206
	0.390
	0.454
	0.489
	0.444

	△R2
	0.206
	0.184
	0.065
	0.034
	0.032

	F
	11.899***
	25.000***
	28.411***
	28.891***
	1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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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bookmark: _Hlk142742540]本研究深入探讨与实证检验了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单独效应与共同效应，以及环境动态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
（1）商业关联显著正向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产生倒“U”型影响，即适度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而当政治关联的强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它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产生消极作用，此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源可能会更多地被投入到发展其他能力等方面，而不是建立与维持政治关联。这些结论印证并且拓展了Zhou等[38]和郭文钰等[9]的研究。本研究认为商业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不成立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是，目前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进行创新活动，而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中，市场中的商业组织是驱动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等各种创新内容的主要组织载体[39]；二是，相较于非商业组织，企业和商业组织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有助于企业有效地实现创新[40]。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必须依靠商业关联来弥补创新中宝贵资源和能力的缺乏，从而实现不断成长。商业关联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所带来的资源效益仍然高于建立与维系商业关联的投入成本和互惠陷阱，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消极影响可能只会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出现。
（2）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的交互作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产生负向影响，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建立与维持密切的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则会对其成长产生对抗作用，而非协同作用。这一研究结论响应了郭文钰等[9]学者提出未来应着眼于探讨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及两者的互动对企业产生作用的呼吁，弥补了以往文献中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之间互动研究的不足。
（3）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即环境动态性越高，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弱。这一结论不仅和Zhang等[41]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即外部环境在资源转化成企业的产出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而且响应了以往学者关于强化不同外部环境下组织资源转化过程探讨的倡议[12]，丰富了企业社会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研究成果。
4.2   管理启示
第一，对处于转型环境中的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其更加需要积极培养与发展良好的商业关联，从而及时获得重要的市场知识与机会等资源以支持其成长。此外，考虑到政治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者应当认真评估政治关联带来的风险与回报。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建立与维持政治关联并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快速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必须谨慎使用政治关联，防止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由积极作用转向消极作用，构建适度的政治关联最有利于其成长。
第二，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建立与维持密切的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还可能会带来资源冗余，这提示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者要平衡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的强度，有效整合两种外部社会关联所带来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充分地应用到可以满足双方的利益诉求的相关活动中。
第三，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者要充分关注和考虑外部环境特征对企业社会关联的影响作用，从而有针对性地培育与建立不同的企业社会关联。具体来说，资源相对有限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培育和构建企业社会关联时，不仅要考虑到企业社会关联的种类及作用，而且要将其与外部环境相匹配。在低动态性环境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将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到与客户、供应商等市场伙伴建立和维系密切联系的管理活动中，从而不断弥补自身创新资源的不足，推动创新能力与竞争优势的持续提高，最终不断实现企业成长。
4.3  局限与展望
首先，受制于主客观条件，本研究的问卷调查范围和样本数量相对有限，对不同研究变量也并没有利用多来源数据进行测度；未来可进一步通过扩大样本调研范围、完善调研方式、采用动态的纵向研究设计方法等不断检验、完善与拓展本文的研究结论。其次，本研究只关注了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两种不同的企业社会关联，尚未考虑其他类型的社会关联；未来可从多视角对企业社会关联进行分类，探讨与比较不同的企业社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最后，本研究仅仅考察了环境动态性这一权变因素在商业关联、政治关联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调节效应，未对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中介机制进行探讨，也尚未对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的替代效应的内在机制展开分析；未来有待进一步从其他理论或视角来深挖它们之间的影响过程，从而提供更多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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